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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辈创业对子代创业机会有影响吗？

邢　芸

［摘　要］本文基于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２０１３）数据，分析父辈创业对子代创业机会的影

响。结果表明，相对于非创业父辈的子女，父辈创业的子代选择创业的概率更大。

结合我国市场经济转型期间出现的“下岗潮”等历史事实，使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省级

层面年度失业人员就业数作为工具变量，纠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结果发现父

辈创业对子代创业机会影响的正向效应仍显著存在，这可能是创业父辈对子代的非

正式人力资本和财富的传递所导致的。

［关键词］创业；代际传递；工具变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一、引言

自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化程度不断增长，经济自由度的上升对

中国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１．４５％（樊纲等人，２０１１）。而经济自由程度

离不开一国的中小企业发展。据国家工商总局２０１６年一季度的数据报告显

示，新登记企业１０６．３万户，比去年同期增长２５．９％，平均每天新登记１．１７万

户；企业注册资本总额８．４万亿元，增长７２．９％。①“创业”已成为当下社会关

注的热点，不仅促进经济发展，同时自雇形式的就业为社会提供形式灵活、潜在

的就业岗位；而年轻一代的创业，将会增强经济活力，涌现更多科技创新企业。

探究影响个体选择创业的关键因素，对引导年轻人自主创业、理性做好创业决

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Ｈｏｕｎｔ和 Ｒｏｓｅｎ总结〗以往人口学、人力资本、财富等特

征变量解释个体创业的研究发现，解释因素之间并不独立，也未找出因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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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ＨｏｕｎｔａｎｄＲｏｓｅｎ，２０００）。而纳入家庭因素，考察个体选择创业，则会解

决诸如Ｗｏｏｄｗａｒｄ提出的黑人种族存在较低自雇概率的社会学和经济学之谜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１９５５）。之所以家庭因素能较好地解释个体选择创业行为，是因为

人们在家族中可能传递着风险态度、管理能力，此外还与个人面对的金融约束

有关。大量的研究已发现，种族和家庭在个人自雇的行为方面存在着继承性的

重要事实（ＢｒｏｗｎｅａｎｄＴｏｏｔｅｌｌ，１９９５）。

本文基于全国大样本微观数据，探究我国父辈与子代选择创业的关联性。

依据失业者倾向于创业形式的再就业模式①和我国上世纪９０年代企业职工

“下岗潮”②的事实，使用１９８９年 －１９９９年省级层面失业人员年度就业人数，

作为父辈创业的工具变量，对父子创业的内生性问题进行纠正，以此考察父辈

创业对子代创业的因果影响。

本文余下内容做如下安排：第二部分综述有关父辈影响子代创业的作用机

制。第三部分介绍本研究使用的样本数据，对创业、自雇和雇主等核心变量进

行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呈现父辈与子代创业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第

五部分概括与讨论研究结论。

二、父辈创业与子代创业关系的文献综述

早期的研究已证实父辈创业对子代选择创业型的就业有重要影响。诸如

ＤｅＷｉｔ和ＶａｎＷｉｎｄｅｎ以及ＤｅＷｉｔ等人在早期研究中，将父亲职业状态———即

父亲是否为自雇或雇佣等不同就职形式，作为个人自雇倾向（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ｔｏｂｅ

ｓｅｌｆｅｍｐｌｏｙｅｄ）的替代变量，均发现父母自雇的职业状态对子女个人的自雇选择

有正向显著影响（ＤｅＷｉｔａｎｄＶａｎＷｉｎｄｅｎ，１９８９；ＤｅＷｉｔ，１９９３）。而Ｌａｆｅｒｒèｒｅ和

ＭｃＥｎｔｅｅ对法国大样本微观数据的分析，除了探讨财富、教育、非正式人力资本

传递以及一系列人口学特征等影响变量，还发现在决定个体是否创业的因素

中，家庭因素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且，他们的研究也发现家庭结构决定

着个人是否离开雇员形式的工作，而从事创业型工作（ＬａｆｅｒｒèｒｅａｎｄＭｃＥｎｔｅｅ，

１９９５）。ＬｅＡｎｈ的研究将父母创业作为替代性的客观化指标，认为影响个人

①

②

ＲｅｄａｎｄＳｋｏｇｓｔｒｍ（２０１４）总结以往的研究认为，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失业的个体
再就业时，有更大的概率选择创业而非成为雇员。

参见苏春艳《社会网络与职业获得———转型期下岗失业女工再就业过程研究》（上

海大学２００５年博士论文）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下岗潮”的事实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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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雇的变量中，父母自雇行为的代际传递普遍存在且有积极影响（ＬｅＡｎｈ，

１９９９）。

在父辈创业的情况下，家庭财富的传递如何影响子代选择自雇职业，有两

种不同的观点。首先，有观点认为家庭累积的财富传递给子代时，促进子代自

雇。诸如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和 Ｏｓｗａｌｄ、Ｂｌｕｍｂｅｒｇ和 Ｐｆａｎｎ等学者发现自雇概率与个

人是否获得遗产或继承性财产之间有正向的关系，认为父母创业是衡量子女是

否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ａｎｄＯｓｗａｌｄ，１９９８；Ｂｌｕｍｂｅｒｇａｎｄ

Ｐｆａｎｎ，２０１６）。ＬｅＡｎｈ认为父母创业与个人继承性的财产有关，视继承性质的

财产为收入的替代变量，将父母创业视为个人继承的财产收入。该群体相较于

其他群体有一定优势，且这些子代趋于追随父辈创业的就业模式（ＬｅＡｎｈ，

１９９９）。Ｈｕｎｄｌｅｙ分析子女自雇的原因是父母有较高的收入，或父亲从事与独

立商业活动所需技能相似的工作，这些会影响子女自雇的就业倾向。这一研究

结果反驳了以往的研究认为创业家庭子女对父辈创业追随模仿的解释，认为父

辈的技能和价值观的传递有助于子代选择创业，同时客观的家庭金融约束也会

对子代产生影响（Ｈｕｎｄｌｅｙ，２００６）。这与我国学者基于 ＣＨＡＲＬＳ大样本的研究

结论一致（张龙耀等，２０１３）。

其次，还有一类观点认为，在家庭中不论是否存在财富的代际传递，只要父

辈有创业的经历，仍会对子代创业选择有影响。Ｌａｆｅｒｒèｒｅ通过法国家庭住户调

查数据发现，相比子女选择雇佣就业，父母自雇就业对子女创业的约束较少，也

就是说该群体的子女有更大概率选择创业（Ｌａｆｅｒｒèｒｅ，２００１）。即使在没有家庭

财富传递的情况下，对子代创业选择的影响也仍然突出（Ｌｉｎｄｑｕｉｓｔ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而父辈不同领域的创业经历，对子代创业有不同的影响。我国学者对

农民创业的代际流动分析发现，父母的创业经历对子女创业选择有显著影响，

且父辈与子代在同行业有较高概率的创业倾向（朱红根等，２０１４）。支持这一

观点的学者普遍关注父辈本身的创业经历，而非家庭财富的传递，也说明家庭

的影响更多体现在人力资本的传递。

随后的研究对代际创业的表现形式、影响因素有深入的探索。如 Ｃｏｌｏｍｂｉ

ｅｒ和Ｍａｓｃｌｅｔ发现代际创业不仅表现在就业形式，在具体职业领域也十分相似。

相较第二代创业者，正式教育对第一代创业者影响更大，且正式教育可弥补第

一代匮乏的人力资本（ＣｏｌｏｍｂｉｅｒａｎｄＭａｓｃｌｅｔ，２００８）。Ｃｏｌｏｍｂｉｅｒ、Ｍａｓｃｌｅｔ和

Ｓｃｈｌｉｎ等学者认为子女对父母创业的继承，是技能和价值观的渗透，是父母工

作要素而非工作模式的学习，并伴随着父辈财富的传递而产生（Ｃｏｌｏｍｂｉｅｒ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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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ｓｃｌｅｔ，２００８；Ｓｃｈｌ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还有研究综合考察不同群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代际创业。Ｈｏｕｎｔ和 Ｒｏｓｅｎ

分析美国的非洲裔和拉丁裔的代际自雇，均发现在父辈创业的家庭，子女选择

自雇就业，能够节约成为企业家必备能力的时间成本。如果父亲长期从事自雇

经营，他给子女传递的人力资本是更具实践性的专门化知识（ＨｏｕｎｔａｎｄＲｏｓｅｎ，
２０００）。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和Ｈａｍｍａｒｓｔｅｄｔ分别考察瑞典本地居民和移民者，发现三代
移民者的父辈和祖辈创业对第三代创业有显著影响，但本地居民的代际创业并

不明显。移民者代际传递的主要是创业能力，而本地居民则表现在相似的商业

路径（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ａｎｄＨａｍｍａｒｓｔｅｄｔ，２０１０）。也有研究基于性别群体的视角，发现
相较于男性来说，女性创业者在创业表现和代际传递方面要弱于男性群体，但

这并不影响创业性别差异与公司规模之间的关系（Ｆｅｌｌｎｈｏｆ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ＰａｓｑｕｉｅｒＤｏｕｍｅｒ分析了西非７个发展中国家，发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代际自雇
有不同之处：相较于雇佣者的子女，当父辈拥有非正式的自雇就业，该群体的子

代在工资方面并无优势，但基于家庭传统经营的自雇除外。究其原因，他认为

这种家庭传统的代际经营，不仅传递了人力资本，还传递了声誉和顾客源等社

会资本（ＰａｓｑｕｉｅｒＤｏｕｍｅｒ，２０１２）。
综上可知，父辈的创业对子代创业有促进作用，已经在多国微观大样本数

据的实证研究中得到证实。而针对我国创业的代际传递的相关研究相对比较

匮乏，因此本研究将基于ＣＧＳＳ微观调查数据，分析当前“创业”热潮的代际传
递现象，对“潜在”创业群体的指导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数据来源、核心概念及描述统计

本研究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ｒｖｅｙ，简称 ＣＧＳＳ）
项目数据，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对全国实施
多阶分层ＰＰＳ的随机抽样。从２０１０年开始，ＣＧＳＳ项目对被访者个人目前的工
作状况，以及其１４岁时父亲和母亲的就业状况进行了就业形式的详细划分，包
括自己为老板、个体工商户、有固定雇主的受雇、劳务工、零散工、自己企业帮忙

且是否领取工资、自由职业以及全／兼职务农等。鉴于近三次调查数据库中本
研究涉及的关键变量在选项内容和统计口径方面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因此本研

究使用ＣＧＳＳ２０１０、ＣＧＳＳ２０１２和 ＣＧＳＳ２０１３数据，构建三个年份的混合截面数
据，以扩大样本量和提高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本文涉及到自我雇佣（简称“自雇”）、雇主和创业等三个核心概念。其中

自我雇佣（Ｓｅｌｆ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在本研究的操作性定义参考了石丹淅、赖德胜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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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界定，他们认为自我雇佣是指个体创立企业，能独立做出经营决策和为企

业福利负责，并从企业赢利中获取利润和薪酬的行为（石丹淅、赖德胜，２０１３）。
而雇主（Ｅｍｐｌｏｙｅｒ）是在自我雇佣的基础上，雇佣一个或更多雇员的企业法人。
创业（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是指发现和利用机会，负责创造新价值（或新的组织）
的商业活动（陈震红等，２００４）。为了更清晰地划分这三个概念的关系，参见下
表１：

表１　创业的操作性定义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２０１３相关变量

创业

类型

自我雇佣 个体工商户

自雇型创业 自由职业

雇主（雇主型创业） 自己是老板（或合伙人），雇有员工

由表１可知，创业包含了自雇和雇主两类就业形式，其中自我雇佣又分为

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两种类型。对照 ＣＧＳＳ数据，本研究的“父辈创业”是

指，如果被访者１４岁时父亲或母亲当中至少一位的就业状态为自雇或雇主，

则定义子代个体的父辈为创业。“子代创业”则为个体目前的自雇或雇主的就

业状态。自雇就业状态可能是创业的初级阶段，当自办企业（或经济组织）扩

大规模时，可能会雇佣雇员，发展为雇主的就业状态。基于经验认为创业是

具有一定开拓冒险精神、带有风险的经营行为。因此，后文对代际创业的“雇

主型创业”予以考察。创业与非创业个体样本的关键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２

所示：

首先，对二分变量来说，在个体创业组中父辈创业的比例、男性占比、少

数民族占比、农业户籍以及有伴侣的占比分别为 ８．０１％，６１．１７％，９．２２％，

５３．５４％，９２．７５％，均高于个体非创业组中相应变量类别的占比。这说明父辈

创业对个体选择创业可能有影响，因而在个体创业组中父辈创业的比例较高；

相较女性选择雇佣性质的就业，男性可能倾向于选择具有挑战性的创业；农业

户籍和少数民族群体可能无法获得满意的雇佣工作，因而有较高比例选择创

业；相较于无婚姻伴侣的个体，有伴侣的个体可能基于婚姻责任而有一定比例

选择创业。

其次，对三分变量来说，在个体创业组中，初中及以下学历所占的比例为

６１．４４％，这个比例要高于高中及以上学历；而以连续变量考察个人学历时，创

业组平均学历（９．８年）明显低于非创业组（１１．５６年），反映出有较大比例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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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创业与非创业个体的主要特征描述

个体创业组

（Ｎ＝３３５８，２４．２８％）

个体非创业组

（Ｎ＝１０４７３，７５．７２％）

占比（％）／

均值

占比（％）／

均值

创业变量：

　父辈自雇 ６．８５ ４．７８
　父辈雇主 １．１６ ０．８７
　个人自雇 ８２．１６ ———

　个人雇主 １７．８４ ———

人口统计学变量：

　男 ６１．１７ ５９．６９
　女 ３８．８３ ４０．３１

　年龄

　（连续变量）

４１．１２

（１０．８０）

３９．８４

（１１．２９）

　１７－３４岁 ２８．８９ ３４．４７

　３５－５０岁 ５３．６６ ４８．０７

　５０岁以上 １７．４５ １７．４６

　汉族 ９０．７８ ９３．６６

　少数民族 ９．２２ ６．３４

　农业户籍 ５３．５４ ３４．５１

　非农户籍 ４６．４６ ６５．４９

　有伴侣 ９２．７５ ８４．６５

　无伴侣 ７．２５ １５．３５

　子女数 １．４５ １．０９

　（连续变量） （０．９２） （０．８２）
人力资本变量：

　学历

　（连续变量）

９．８０

（３．３７）

１１．５６

（３．８０）

　初中及以下 ６１．４４ ３９．１７
　高中／同等学历 ２６．０３ ２６．０２
　高等教育学历 １２．５３ ３４．８１
经济资本变量：

　家庭年收入
８１．８１

（１８５．９２）

６４．９２

（６８．７７）

　　注：１．“———”表示没有该值的分析。２．“受教育年限”、“年龄”、“学历”单位为年，“家

庭年收入”单位为千元，“子女数”单位为人数。３．“占比”指不同变量在个体创业／非创业人

数的占比，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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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者选择创业，而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学历可能会抑制个体选择创业①；在非

创业组中不同学历水平的分布则相对均衡。３５－５０岁的年龄组选择创业的比
例为５３．６６％，这个年龄段可能是个人的人力资本和财富积累的巅峰阶段，因
此有较大的比例选择创业。

对连续变量来说，创业组的家庭平均年收入约为８万元，高于非创业组的
６万元，这说明财富约束可能会制约个体选择创业。而选择创业的家庭养育子
女的平均数为１．４５，高于非创业组（１．０９），这可能与养育较多子女需承担更大
家庭生计责任有关，使拥有较多子女的家庭倾向于从事创业②。

以上仅仅描述了创业／非创业组的个体特征，为了进一步验证父辈与子代
的创业关系，下文构建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四、父辈创业对子代创业选择的影响

（一）影响子代创业选择的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本文参考已有的自雇／创业代际传递的实证研究（ＬａｆｅｒｒèｒｅａｎｄＭｃＥｎｔｅｅ，
１９９５；ＣｏｌｏｍｂｉｅｒａｎｄＭａｓｃｌｅｔ，２００８；Ｌｉｎｄｑｕｉｓ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５），构建如下影响个体选
择创业的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ｐｒ（ｅｎｔｒｉｔ＝１）＝Ｇ（α＋βｆｊｏｂｉｔ＋γＸｉｔ＋Ｚｏｏｎｉ＋Ｙｅａｒｉ） （１）

模型左边ｐｒ（ｅｎｔｒｉｔ＝１）表示个体 ｉ在 ｔ年选择（雇主型）创业的条件概率，

模型右边Ｇ（·）函数表示个体选择创业的累积分布函数。ｅｎｔｒｉｔ为个体ｉ在ｔ年

是否选择（雇主型）创业，ｆｊｏｂｉｔ表示被访者１４岁时其父母（父辈）就业状态是否

为创业，只要父母其中之一为创业，则认为该子代的父辈就业状态为创业，以上

①

②

尽管具体原因不详，但细分创业者样本类型发现，低学历者选择自雇形式创业的群

体中农村户籍人口相对较高（初中及以下学历的自雇就业群体中农业户籍占比为７７．３５％，
而非农户籍占比为２２．６５％），高学历者（大学及以上）成为雇主的比例相对较高（雇主群体
中高学历者所占比例为７４．１６％），而且高学历者在非创业者群体中所占比例（３４．８１％）高
于在创业群体中所占比例（１２．５３％），由此推测中国的城乡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户籍劳动
力进入城市成为被雇佣者，另一方面农村人均收入长期以来普遍低于城镇人口，造成农村

户籍劳动力难以有创业启动资金成为雇主。

这只是一种推测，也可能是创业者的家庭财富普遍高于非创业者，他们要付出的子

女养育成本占家庭财富比例相对较低，因而能够承担多子女的养育成本，而普通工薪阶层

的多子女养育成本相对较高，加之我国长期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体制内的工薪阶层不能生

育二胎（如果生育二胎，将会面临被辞退的风险），但私营企业主受这一政策约束较小，仅需

交纳少量超生罚款。对这一现象的解释需要创业者的创业年限以及生育子女年限等方面

的追踪数据，鉴于此问题不是本文研究重点，故有待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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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变量是本研究考察的关键变量。参考已有研究（ＣｏｌｏｍｂｉｅｒａｎｄＭａｓｃｌｅｔ，
２００８；Ｌｉｎｄｑｕｉｓ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５；朱红根和康兰媛，２０１４；阮荣平等，２０１４），本文将
年龄、性别、个人学历、户籍、民族、婚姻状况、子女数以及家庭年收入等作为

控制变量，在模型（１）中用Ｘ表示。Ｚｏｏｎｉ和Ｙｅａｒｉ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的固定
效应。

表３　父辈创业对子代创业（雇主型创业）选择影响的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结果

子代创业 子代雇主型创业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父辈创业

（父辈非创业为参照组）

０．２０９

（０．０４７）

０．３６６

（０．０４９）

０．３８９

（０．０４９）

０．３４４

（０．０５５）

０．２４８

（０．０７３）

０．２４４

（０．０７８）

０．２８４

（０．１４１）

年龄：３５－４９岁

（１７－３４岁为参照组）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７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５７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５５）

５０岁及以上 －０．１１４－０．２３８－０．２００ －０．５５１－０．４６４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４） （０．０６７） （０．０７６）

性别（男性为参照组）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７ －０．４５０－０．４１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９）

户籍（非农户籍参照组） ０．３６４ ０．１６２ ０．１９１ ０．１５７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５５）

民族（汉族为参照组） ０．１１７ ０．１０８ ０．１１６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７） （０．０５） （０．０７６） （０．０８９）

婚姻（没有伴侣为参照组） ０．２６８ ０．２３７ ０．１９５ ０．４８０ ０．４５９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３） （０．０８２） （０．０９７）

子女数 ０．１８９ ０．１５９ ０．１７０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１）

学历：高中或同等学历 －０．１４０－０．１７７ ０．１６２

（初中及以下为参照组）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５９）

高等教育学历 －０．６３０－０．８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２） （０．０６７）

家庭年收入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 （０）

父辈创业和非创业组对子代创业／

雇主型创业的预测概率之差（％）
６．８ １２．２ １２．９ １１．２ ６．３ ９．２ １３．０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３８３１ １３７３８ １３７３８ １２２０７ ２４６７ ２４５０ ２１７８

　　注：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２．括号内为标准误。３．倒数第四行报告的预测概率变化，是除父

亲创业变量外，其余回归变量取样本均值这一假设而估算的均值边际效应（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ａｔｔｈｅｍｅａｎ，Ｍ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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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通过构建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得出父辈创业对子代创业和子代雇主型创业选

择的边际估计结果。在模型１中仅控制了父亲创业、区域和年份固定效应，结

果显示父辈创业对子代选择创业有正向显著影响，但估计系数并不能简单地解

释为父辈创业对子代创业影响的概率，它仅表示模型潜变量估计结果。需通过

均值边际效应，得到父辈创业对子代创业的影响效应为６．８％，该结果表示父

辈创业的个体选择创业的预期概率要比非创业父辈的个体高 ６．８％（Ｚ＝

４．４８）。同样在模型５中父辈创业对子代雇主型创业也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

效应为６．３％（Ｚ＝３．３９）。

为了得到相对无干扰的结果，在模型２至模型４以及模型６至模型７中分

别加入人口特征变量和学历、家庭年收入等控制变量。由模型２、３、４和模型

６、７中父辈创业的系数估计值可知，父辈创业对子代创业（或雇主型创业）均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父辈对子代创业的具体影响程度，可根据表３倒数第四行的

报告呈现：模型４和模型７在控制了人口特征、学历及家庭年收入后———以上

模型为父辈创业对子代创业（或雇主型创业）的稳健性和内生性分析的基准

模型，父辈创业对子代创业（雇主型创业）机会影响的预期概率分别为１１．２％

（Ｚ＝６．２５）和１３．０％（Ｚ＝２．２０）。而在模型２、３以及模型６中，父辈创业对子

代创业机会影响的预期概率分别为１２．２％（Ｚ＝７．５０）、１２．９％（Ｚ＝７．８８）和

９．２％（Ｚ＝３．１１），且具有统计显著性，且不因模型增加控制变量而使预期概率

有较大波动，说明模型４和模型７中父辈创业变量系数估计的稳健性较高。同

时，对父辈及子代创业使用不同的估计方法（ＯＬＳ和ｌｏｇｉｔ估计），或在不同的子

样本中回归（删除农业户籍或删除５０岁及以上的个体），估计结果均基本一

致，反映出该变量估计具有高的稳健性。①

由模型４和模型７发现以下群体选择创业的机会相对（变化）更大。随学

历水平的提高，在模型４中个体选择创业的概率显著下降，出现这一现象与中

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和自由竞争机制有关，即高学

历的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比低学历群体大，该群体基于财富约束等更理

性地选择就业的结果。而模型７中随着学历的提高，个体选择雇主型创业的概

率则显著提高，这一结论与前文注释４的推断一致，高学历者不仅能够借助自

身人力资本优势，成为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的佼佼者，而且这一群体比低学历者

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因而可以更容易获得投资，创立企业。

在人口学特征中，模型４和模型７中拥有农业户籍个体选择创业的概率高

① 受限于篇幅，作者省略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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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城镇居民，这与我国近年来城镇化进程加快，农业户籍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

有关。而且这类群体由于学历较低，难以进入受雇佣的劳动力市场，只好选择

从事个体工商户或自由职业性质的自雇工作。此外，受限于财力资本，较少发

展为雇佣他人的企业主①；模型４中少数民族的个体选择创业的概率显著高于
汉族个体，而模型７显示，少数民族选择雇主型创业的概率低于汉族，但并不显
著，这可能与少数民族群体拥有的人力资本相对较低有关（比如，少数民族群

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汉族群体，本研究对象中少数民族群体的平均受教育

年限为７．６９年，比汉族群体低约３年），低学历水平难以获得较好收入的工作，
有较大的概率选择自雇而非雇主型创业。

在家庭特征中，模型４和模型７的结果均显示：相较无婚姻伴侣的个体，有
伴侣的个体选择创业（雇主型创业）的概率更大；随着家庭年收入的提升，个体

选择创业（雇主型创业）概率显著地提高。前者可以从家庭经济责任促使有伴

侣群体更需要通过创业来满足家庭成员经济需求来解释，而后者则可以看成是

有一定财富积累者理性选择更大的投资回报的行为。随着家庭子女数的增加，

模型４和模型７的结果不同：模型４显示家庭子女数增加显著提高选择创业的
概率，而模型７则表明家庭子女数的增加显著降低了选择雇主型创业的概率。
前者可能与家长担负抚养子女的经济责任有关，后者可能与家长对雇主型创业

需更多时间精力的投入有关，多子女家庭的家长在权衡家庭与工作时，没有足

够精力投入雇主型创业，因此更多选择自雇型创业。

也存在选择（雇主型）创业机会相对小的群体：模型４和模型７中随着个
人年龄的增大，选择（雇主型）创业的概率均降低，这可能与年轻人偏好有挑战

的创业，而随着年龄增长则趋于稳定的就业状态有关。女性相对于男性，选择

创业或雇主型创业的概率较低，说明男性更趋于选择富有挑战和风险的创业型

就业。以上结果与我国学者基于大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一致（阮荣

平等，２０１４）。
（二）父与子创业：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的工具变量估计
尽管模型４控制了性别、户籍、学历、家庭年收入等变量，对父辈创业影响

子代创业机会的效应估计中仍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因为某些不可观测的因素

在影响父辈创业的同时，也影响着子代选择创业。比如研究的模型中未纳入父

辈对风险的态度或冒险精神、投资意识等家庭文化背景变量，这些被模型遗漏

① 在农业户籍创业者样本中，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以及雇主等就业形式的占比分别

为８５．９２％，９．４０％和４．６８％，而非农户籍创业者中雇主的占比达到１５．９６％，高于农业户籍
雇主４．６８％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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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可观测变量不仅与父辈创业选择有密切的关联，而且也很可能会影响到子

代的创业选择，从而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误。国外学者使用非血缘样本的数

据，解决了由遗传等不可观测因素造成的内生性问题。诸如Ｌａｆｅｒｒèｒｅ和ＭｃＥｎ

ｔｅｅ考察包括岳父等父辈创业经历会显著地影响其非血缘子代选择创业

（ＬａｆｅｒｒèｒｅａｎｄＭｃＥｎｔｅｅ，１９９５）。还有的研究通过高质量收养子女的数据，解决

内生性等偏误。诸如 Ｌｉｎｄｑｕｉｓｔ等人基于瑞典收养数据，解决了收养子女随机

分配和子代不同的被收养年龄等内部有效性，以及收养子女父亲信息未知、收

养家庭中血缘子代和收养子代在代际创业的差异等外部有效性问题，结果发现

父辈（母亲或父亲）的创业积极影响收养子代的创业选择（Ｌｉｎｄｑｕｉｓｔ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

综合以往研究，发现缺乏结合社会环境的视角，来解决代际创业传递的内

生性问题。我国在市场经济改革的特殊背景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出现企业

职工“下岗潮”和干部“下海潮”，不论被迫或主动放弃当前工作，打破原有雇佣

形式的就业，转向更灵活的创业型就业，均为我国经济转型做出了一定贡献。

因此，本研究选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省级层面的年度失业人员就业数，作为父辈

创业的工具变量，以此纠正代际创业传递中的内生性问题。

该工具变量的合理有效体现在以下两点。首先，已有研究证实了失业与创

业的周期循环关系。诸如Ｍｅａｇｅｒ认为，尤其在农业、制造业以及服务业，自雇

就业和失业的周期循环表现非常明显。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循环，是由于高失业

率的增加反映了依赖性雇佣机会变得缺乏，推动了这些群体选择自雇形式的就

业（Ｍｅａｇｅｒ，１９９２）。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分析ＯＥＣＤ大多数国家不同经济周期的数据，

发现自雇比例和失业率之间此消彼长，当一国经济衰退产生一定失业率时，自

雇比例会提升，从而失业率也随之降低（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２０００）。Ｒｏｍáｎ利用欧洲

多国数据，发现商业型创业对失业率降低有一定贡献，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失

业率；同时未标准化的模型也低估了创业对降低失业的影响（Ｒｏｍáｎ，２０１３）。

Ｖａｒｕｍ和Ｒｏｃｈａ对葡萄牙经济危机的失业数据分析发现，新创立的中小创业型

企业成为经济危机时社会的“稳定剂”，为很多人确保了工作（Ｖａｒｕｍａｎｄ

Ｒｏｃｈａ，２０１３）。

其次，大量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失业的个体再次就业时，有更大的概率选择

创业，而非成为雇员。早期研究诸如 Ｅｖａｎｓ和 Ｌｅｉｇｈｔｏｎ认为，相较于工薪劳动

者，有自雇经验的人更有可能经历失业（ＥｖａｎｓａｎｄＬｅｉｇｈｔｏｎ，１９９０）。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和Ｗａｄｅｎｓｊ认为来自弱势和优势社会地位的劳动者，选择自雇均可获得成功。

而受经济波动影响较大且更可能面临失业的弱势社会地位劳动者，更倾向于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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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自雇就业（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ａｎｄＷａｄｅｎｓｊ，２００７）。ＶｏｎＧｒｅｉｆｆ对瑞典劳动者使用倾

向得分匹配的方法，发现不匹配的工作岗位会成倍地增加劳动者选择自雇就业

的概率（ＶｏｎＧｒｅｉｆｆ，２００９）。Ｂｅｒｇｌａｎｎ、Ｒｅｄ和 Ｓｋｏｇｓｔｒｍ等学者的研究认为，即

使个人为失业状态，因失业而累积了沮丧情绪，这并不阻碍其成为企业家

（Ｂｅｒｇｌａｎ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ＲｅｄａｎｄＳｋｏｇｓｔｒｍ，２０１４）。还有学者从政府创造创业

型就业环境的视角，认为当国家出现财政危机导致居民面临持续性失业的风险

时，许多政府会调整劳动力就业政策，从帮助失业者寻找合适岗位，到帮助失业

者开创新的商业（ＣａｌｉｅｎｄｏａｎｄＫｒｉｔｉｋｏｓ，２０１０；Ｒｏｍá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不论从经验还是以往的实证研究，可以推断我国上世纪９０年代失业人员

的年度就业数会影响父辈选择创业。除此之外，该工具变量相对于个体创业而

言，具有较强的外部性。首先，个体创业与失业人员就业数之间没有直接关联，

因为本研究选择的工具变量时间点分别为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８年和 １９９９

年，而个体创业数据的年份为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３年，且为了控制父与子的年龄

范围，将子代出生年龄限制在“７０后”的出生群体①。其次，相对个体创业选择

的微观数据而言，工具变量是省级地区层面的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几乎不存

在关联。因此利用该工具变量，估计父辈创业影响子代创业机会的效应，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结果如表４。

表４给出了上世纪８０－９０年代的“下岗潮”“下海潮”等市场经济转变时

期“失业人员就业数”作为父辈创业的工具变量 ｐｒｏｂｉｔ估计。由第一阶段估计

结果可知，在四个年份的工具变量模型中，无论使用１９８９、１９９３年的“年度待业

人员安置数”，还是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的“年度失业人员就业数”②，以上工具变量对

父辈创业均有０．１％－５％水平上的正向显著影响。如模型４结果表明，１９９９

年的“年度失业人员就业人数”在０．１％水平显著地影响着父亲选择创业。由

第二阶段报告的结果可知，父辈创业依然在０．１％水平上显著地影响子代创业

机会。在纠正了内生性问题后，再次验证了我国存在创业的代际传递，即父辈

创业会显著地增加子代选择创业的机会。由此认为省级层面４年的工具变量

应该不存在弱工具的问题。

①

②

可能受影响群体的极端年龄：父亲１９８９年下岗创业，其子刚好１４岁，２０１３年ＣＧＳＳ
访问被试１４岁时父亲为创业，其子代的最大年龄为３８岁，近似认为４０岁，由此受影响子代
的最大年龄界定为４０岁，因此对子代出生年代限在“７０后”的出生群体。

“失业人员就业数”和“待业人员安置数”的统计口径一致，只是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３年
的《中国劳动工资统计年鉴》中的名称为“待业人员安置数”，１９９８年和１９９９年改为“失业
人员就业数”。



１１０　　 教 育 经 济 评 论 ２０１６年

表４　父与子创业：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的工具变量估计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第一

阶段

第二

阶段

第一

阶段

第二

阶段

第一

阶段

第二

阶段

第一

阶段

第二

阶段

父亲创业
４．１７４

（．２７０）

３．９５０

（．４２８）

３．７３０

（．５６５）

３．０４３

（．８９６）

１９８９年ＩＶ
０．００１

（．０００）

１９９３年ＩＶ
０．００１

（．０００）

１９９８年ＩＶ
０．００１

（．０００）

１９９９年ＩＶ
０．００１

（．０００）

常数项
０．０９６

（．０１１）

－０．９４０

（．１９２）

０．０９５

（．０１１）

－１．０６６

（．１９８）

０．０９２

（．０１１）

－１．１５２

（．１９３）

０．０９１

（．０１２）

－１．３０６

（．１４６）

ＷａｌｄＦ值 １９９．４５ １９６．７５ １８７．７８ １８９．５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６２６３ ６２６３ ６２６３ ６２６３ ６２６３ ６２６３ ６２６３ ６２６３

　　注：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２．括号内为标准误。３．１９８９年ＩＶ，１９９３年ＩＶ，１９９８

年ＩＶ，１９９９年ＩＶ均是指各年度的“年度待业人员的安置就业人数”或“年度失业人员就业人数”，数据来

源于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９年《中国劳动工资统计年鉴》“二、就业与失业”部分。

下面进一步从统计上验证本研究选取的工具是否为弱工具。依据 Ｓｔｏｃｋ
和Ｙｏｇｏ等学者对弱工具的界定，他们认为当模型的ＷａｌｄＦ＝１６时是模型存在
弱工具的最小临界值，若模型的 ＷａｌｄＦ值大于临界值１６，则从统计上可以认
为不存在弱工具（ＳｔｏｃｋａｎｄＹｏｇｏ，２００２）。由表４可知，模型１至模型４的Ｗａｌｄ
Ｆ值分别为１９９．４５，１９６．７５，１８７．７８和１８９．５９，均显著地远高于临界值。

五、结论与讨论

国外对代际创业的实证分析大多关注家庭内部因素，较少将家庭之外的因

素作为主要观测变量。这可能是因为这些研究大多关注二战后的发达国家，这

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对平稳。中国上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历经了市场经济转
型的变革，带来创业等多种就业形式的变化，在经过三十多年后，创业者的“第

二代”力量已悄然发生着代际传递和继承。当下创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新的

突破点，也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结合市场经济变化的外部环境考察

我国代际创业现象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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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复制的替代性，发展的过程也带来部分群体的

利益变化，诸如曾经出现的“下岗潮”“下海潮”，这些群体的就业形式由原来计

划经济体制下的“雇员”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城市个体户”或“雇主”，不仅

是表面身份的变化，更有家庭经济收益的重新分配，他们也成为我国市场经济

初期最早的创业群体，因而将该群体就业形式变化作为影响父辈创业的工具变

量符合我国国情。而国内关于代际创业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基于市场经济等

外部环境分析代际创业的研究则更少，因此本文从家庭个体特征和外部环境两

方面考察代际创业传递是在同类主题研究上的突破。具体来说，本研究使用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省级层面“年度失业／待业人员就业数／安置数”作为影响父辈
创业的工具变量，构建ｐｒｏｂｉｔ工具变量模型，结果表明子代创业与父辈创业之
间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

利用ＣＧＳＳ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本研究发现不论子代选择自雇还是雇主
等形式的创业，父亲的创业经历对个体创业的影响均呈现显著的正向效应，这

一结论与其他学者在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中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Ｌａｆｅｒｒèｒｅａｎｄ
ＭｃＥｎｔｅｅ，１９９５；ＨｏｕｎｔａｎｄＲｏｓｅｎ，２０００；ＣｏｌｏｍｂｉｅｒａｎｄＭａｓｃｌｅｔ，２００８；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ａｎｄＨａｍｍａｒｓｔｅｄｔ，２０１０；Ｌｉｎｄｑｕｉｓ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５）。之所以创业会产生代际传递，
一方面可以从非正式的人力资本传递视角解释：创业传递实质上是创业的父辈

传递着创业经验、风险态度、管理能力、价值观、企业家才能以及社会资源。另

一方面能够从累积财富传递的视角解释：创业家庭的子代对财富继承和利用是

其选择创业的优势。

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发现一些人口和家庭特征也会影响个体选择创业的决

策。诸如随着年龄和学历的增加，会显著地降低个人选择创业的概率，这可能

是因为学历的提高推迟了初次就业年龄，或随着年龄的提高，个体在职业形式

的选择上更趋于理性。基于这一现象，建议对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年轻人创业

提供较大力度的社会支持。而农业户籍和少数民族群体倾向于选择创业，可能

与该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无法获得较为满意的雇佣工作有关，因而这类群体的

创业属于生存型的创业，对该类创业群体应给予基本的社会福利支持。在有伴

侣和多子女家庭中，个人趋于创业与需要承担更多家庭经济责任有关。随着家

庭年收入提高，个体也趋于选择创业，这可能与家庭年收入较高的群体能够摆

脱创业前期的金融约束有关，这类群体希望借助创业使家庭财富最大化，因此

他们更需要技术、管理和人才配置等方面的支持，简单的资金支持并不能满足

其需要。

本研究的局限性体现在两点。一是没有考虑父辈、子代创业的动态变化。

尽管我们对父辈和子代的创业分为自雇和雇主两种形式，能够更细致地考量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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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同阶段的代际传递，但是这种划分还是缺乏动态的考虑，即创业的数据中

并未考虑创业持续和退出时间，以及反复进退的频次。二是尚没有清晰揭示创

业代际传递的机制。尽管我们讨论了父辈影响子代创业的可能原因，但没有建

立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相关假设。后续研究将进一步探索代际传递的机制，重

点考察经济周期以及个人因素与创业稳定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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